
主持人语:量化历史是当前经济史与其它历史研究的热点。电脑能力的大幅提升、
历史档案的数据库化与互联网化等，触发了历史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革命。基于中
国丰富的历史资料，中国学者量化历史研究必然能够增加我们自己乃至全人类对我们

过去的认知。本期特刊发三篇论文，以期更多学者参与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，加入经济
史研究的新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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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化历史: 经济史学的新范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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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量化历史主要以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历史维度的跨学科研究，是现代社会科学范

式革命在历史学( 尤其是经济史学) 的体现。量化历史范式有利于推动经济史学融入主流经济
学，使之成为经济理论创新的“源”。在学科范式上，量化历史研究围绕长历史和跨学科学术问
题，基于扎实的史料和构建历史数据库，采用工具变量、双重差分、断点回归等统计和计量方法，
检验既有理论并突破常识收获新知。这符合“史无定法”和“破四就”“立四新”的经济史方法论
创新原则，构成了经济史学研究的范式创新，是对传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有益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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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化历史是当前中国经济史学界热点，越

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个领域。一般地，量化
历史( Quantitative History) 又被称为计量史学、
历史计量学或计量经济史学，它主要是以经济

计量方法进行历史维度的研究，具有交叉科学

的特征。量化历史研究多体现在经济史学领
域，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学的一个主要分支①，是

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方式之一，即

主要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开展研究②。从科
学哲学角度，“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
成员所共有的东西，而反过来，一个科学共同体

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”③。按照这个定义，
可以认为经济史学已经出现了一场量化历史的

范式变革。早在 1983 年，国际学术界就成立了
专业学会，1993 年计量经济史学创始人福格尔
与诺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，大量的量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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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文章也出现在经济史期刊中。2013 年以
来，我国连续举办了六届量化历史讲习班和国

际学术年会，助推了国内量化历史的学术新潮。
当前，从事量化历史研究的学者已经构成了一

个新的学术群体，形成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

果，并构建了国际学术交流平台。在国际量化
历史范式变革大背景下，中国经济史学界正处

在这场范式革命中。

一 量化历史兴起及其学术价值

( 一) 量化历史的发展历程

“兰克革命”以降，历史走向“科学的史
学”，追求“科学化”的史学选择与社会科学合
流，经济史是走在前面的。1892 年哈佛给予
William J． Ashley第一个美国经济史教职，而此
时经济学和各个维度的历史学成为经济史的主

要范式。经济史从人文学科到社会学科的跨越
主要体现在 20 世纪中叶的新经济史革命。一
批经济史学家将经济学理论与统计方法应用于

美国奴隶制、交通史等研究。1957 年 Alfred
Conrad和 John Meyer在美国经济史协会上提交
的量化历史论文和 1958 年发表的《南北战争前
南部奴隶制经济学》①被称作为量化历史研究
的起点②。自此，量化历史开始引导一场“知识
革命”，逐步颠覆了美国传统经济史研究范式，
并获得经济学界的普遍支持，发展为经济史的

主要研究范式③。同时，融入主流经济学的潮
流在西方经济史学界已经很普遍。量化历史革
命导致美国经济史学界更像经济学而非历史

学，经济史学家若要取得学界认同，须努力满足

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专业规范，更偏好在经济学

期刊而非经济史期刊上发表论文④。
国际上量化历史发展的原因包括学科交叉

化、研究对象平民化、计算机技术发展三个方
面。第一，历史学研究试图通过引入规范和准
确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，以便让历

史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。于是，20 世纪 50 年
代，政治史学家借鉴政治学理论，社会史学家借

鉴社会学理论。当然最突出的是经济史学家。
经济史学家将经济理论和计量工具用于长期历

史问题研究，并得到了打破常识的结论。第二，
历史学者研究的焦点从历史人物转向了平民百

姓。政治史从长期关注总统、将军等个人转向
关心选民。类似地，经济史转向对工人收入、物
价等问题的研究。第三，计算机技术和史料学
的进步。计算机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数据处理
的能力，而且使得基于数据的量化研究成为可

能。同时，计算机技术也提高了数据资料的可
获得性。许多数据不必要去查档案，采用电子
档案就可以。甚至有一些历史文本分析，完全
可以依托电子化的文本予以分析。此外，量化
历史所借鉴的计量分析理论工具不断成熟，形

成了一套分析框架。
20 世纪 90 年代末，量化历史再次以新经济
史的面貌复兴。在 2004 － 2014 年期间，量化历
史在经济学顶级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
和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的发文数量分
别约占 6． 6%和 10． 8%⑤。大数据理论和技术
推动了量化历史的复兴。一方面，大数据、云计
算、人工智能等新概念为量化研究提供了充实
的理论基础，数据总量的不断增加也为研究提

供了条件。另一方面，新型计量技术不断被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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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量化分析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。传统量
化历史侧重对重大历史现象与问题的讨论，多

采用历史描述性推论，或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

行趋势性描述和相关性分析。新量化历史运用
系统化的统计学方法，关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

度的面板数据，借助历史事件拓展经济学、政治
学或者社会学原理①。这都使得量化历史研究
不再是历史学内的历史计量学，更超越了与新

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②。这一方面的
代表成果是 2001 年 Acemoglu等的论文，该文通
过将殖民者死亡率作为殖民制度的工具变量，

证明了历史上经济制度与现在的经济绩效之间

的相关关系③。
事实上，中国传统史学就比较注重数目字。

梁启超早在《历史研究法》中就指出了统计方法
的作用，巫宝三《中国国民所得( 一九三三年) 》
就可以认为属于量化历史研究成果。吴承明、
梁方仲等经济史学者非常重视统计和计量分析

工具，甚至提出“经济现象多半可以计量，并表
现为连续的量。在经济史研究中，凡是能够计
量的，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”④。近年中国学者
在国际量化历史研究中也崭露头角，不仅通过

量化历史讲习班与国际学界交流紧密，而且大

量中国学者采用中国历史数据的研究成果在国

际期刊不断涌现。
( 二) 量化历史与经济理论创新

量化历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交叉学科的融

合。为何量化历史能够兴起且对经济学如此重
要呢? 因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分析应该是历史、
统计与理论的结合。理论和统计需要历史，而
历史也需要理论和统计。一方面，经济学需要

历史。经济学是“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
济现象及人们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问”⑤，而
经济史学是研究历史上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。
历史不是孤立的过去，而是具有历史惯性，包含

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。第一，历史是不
容遗忘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论⑥。从实证主义来
看，历史事件如饥荒、瘟疫、大萧条等可以作为
自然实验，检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⑦，而一些经

济理论也必须要使用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观

察性数据才能得到证实。第二，历史是经济学
理论的基础。经济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
过程，“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，大
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”⑧。实践出真知，
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话语体系离不开“中国
实践经验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现
代经济学研究范式”⑨。中国的经济实践不仅
包括我们今天的实践，更包括历史的实践。鉴
于中国数千年连续的历史，中国经济史学研究

对于探索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。但
是，目前经济学界却忽视了经济史学的研究。
另一方面，历史需要理论和计量方法。历

史学要“受到研究问题所驱动、指引，带着问题、
猜想假设去整理并利用史料”，“史料海洋提供
了人类经历的数据资料”，“是证明证伪社会科
学各领域的理论结论的基础数据。关于历史的
任何一项假设都可以、也都应该放到历史中去
检验”瑏瑠。那么，经济史要对现代社会科学作出
贡献，就需要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范式和

研究方法。于是，经济史研究在分析方法上不
得不面临量化分析的选择。在分析框架上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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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遵循“前提假设———逻辑推理———实证检
验”①这一研究路径。“量化史学不只是‘用数
据说话’，而是通过统计分析，既可令人信服地
证明或证伪现有假说，也可以从历史现象中发

现全新的认知”。科学研究基本流程应该是这
样一个过程，“首先，提出问题和假说; 第二，根
据提出的问题和假说去找数据，或者通过设计

实验产生数据; 第三，做统计分析、检验假说的
真伪……; 第四，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
……; 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文章。传统历史研究
在第二至第四步上做得不够完整”②。量化研
究需求的冲击以及制度环境让国际经济史学者

无法避免采用量化方法，而中国经济史学界也

正在经历这种冲击。
经济史与经济学的“源”“流”之辩关乎中

国经济史学的学科定位③。经济史学科使命是
参与经济学理论构建，为经济学提供基础④。
经济史研究何以能够成为经济学创新的源呢?

用历史数据研究经济问题，进而提出新的理论，

才可能是“源”; 简单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历史
问题，就很可能是流。量化历史突出特征就是
应用经济理论、计量技术和其他规范或数理研
究方法，应用于社会经济史研究。只有真正达
到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互动融合，才可以

促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学的互动发展。鉴于经
济学已经量化，那么经济史要成为经济学的源

也需要增加量化分析。量化历史表面上是采用
统计和量化的方法用于历史研究，或者采用历

史数据的进行研究，但这绝不是一种技术的应

用，更非简单的运用统计或数理模型工具分析

历史数据，以便历史学者得出更加“科学”的结
论。量化历史研究本质上是社会科学范式革命

在历史学( 尤其是经济史学) 的体现。量化分析
方法在经济学、法学、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
普及是各个学科发展的大趋势。所谓量化历史
就是指通过用量化方法来研究历史维度中的社

会经济问题。量化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加回归分
析，或利用历史数据进行经济学研究，还需要研

究和记录经济学理论未涉及的关键因素。只有
这样的经济史研究，才能加快推动经济理论进

步，成为现代经济学的“源”。

二 量化历史的研究框架

为了更好地理解量化历史的研究框架，在

此从研究问题、数据资料、量化技术方法和结论
四个方面对量化历史研究特点予以介绍。
( 一) 跨学科和大历史的历史问题

量化历史在研究问题的约定上，既包括了

历史学问题，也包括了经济学理论和其他社会

科学问题。相比于传统经济史学研究，量化历
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。
第一，大历史研究视野。Gregory Clark教授

根据历史人均 GDP 数据提出人类历史只发生
了一件事———1800 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⑤。
量化历史研究给大分流和小分流等传统经济史

课题提供了新视角。世界经济史学会前会长
Jan Luiten Van Zanden教授以“城市化率”和“城
市规模”两个指标代表“经济增长”，“政权持续
时间”和“议会活动指数”两个议会变量代表
“制度发展”，发现制度差异能够帮助解释 1100
－ 1800 年间西北欧与中南欧经济上的小分
流⑥。李伯重教授估计了 1820 年左右华亭 －娄
县地区( 简称华娄地区) 的 GDP总量和结构，进
而与同时代荷兰的 GDP 进行比较，发现“19 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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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初江南经济已经不再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

济，而是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早期的近代经

济”，不过中国人均 GDP 和 GNP 已经低于荷
兰①。只有从长时期历史变化的角度，采用社
会学的方法，把研究纳入全球史的视野之中，才

能真正认识中国的经济变化及其走向。中国现
代经济史研究也采用“大历史”视野，量化历史
正好大有可为。
第二，跨学科研究。量化历史研究将规范

研究范围扩展到政治学、军事学、气候学等领
域。在目前跨学科和交叉学科“协同创新”的主
流话语趋势下，“史无定法”原则不仅适用于历
史学，而且适用于经济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等哲
学社会科学。譬如，历史上很多农耕文明遭到
“野蛮部落”入侵以至于衰亡，而中国游牧民族
和中原政权的战争持续两千多年，那么游牧民

族为什么会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不断“抢掠”中
原? 游牧经济是一种比农耕经济更加依赖气候

的原始经济形式，那么可以从经济学基础结合

气候去理解战争的起源。外生的降雨量可以作
为工具变量，来验证游牧区域的经济状况对其

入侵中原政权的影响，但是由于游牧民族地区

文字记载不够而不可得到。于是考虑到东亚地
区季风气候特征下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气候高

度相关，可以选择每十年中原地区的旱灾和黄

河决堤次数作为游牧经济低降雨量和高降水量

的概率的工具变量。回归结果发现少数民族入
侵中原的频率与降水量过少正相关，与降水量

过多负相关②。这为经济结构与暴力冲突之间
存在相互关系提供了新证据。量化历史研究采
取了新数据关注新问题，例如新石器革命与气

候变迁、宗教与经济增长的韦伯命题、哥伦布大
交换、失踪的女性等女性地位问题、科技变革与
人力资本、战争瘟疫饥荒等。显然，这些研究事
实上将非经济的因素也纳入了经济史的规范研

究范围。
( 二) 数据化的历史资料

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整理和历史描述，

量化历史研究也必然注重史料的基础。一方
面，过去经济史和历史学研究资料为量化历史

研究提供了基础的史料。但是这些数据大多需
要加工才能使用的。如利用《中国历代战争年
表》衡量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汉族的战争就需
要逐一甄别哪些战争是游牧民族主动进攻中原

政权的。另一方面，很多量化历史研究利用的
数据都需要一手挖掘，将历史资料转化为数据。
例如，为了估计华娄地区 GDP 就利用了地方
志、农书和近代调查资料等资料。以地方志为
例，仅 1949 年以前所修的原松江府地区的各种
地方志，就有市志1 种，府志14 种，州志2 种，县
志 85 种，卫志 5 种，厅志 2 种，乡镇所志 133 种，
合计 241 种。这些资料整理工作相当复杂和繁
重。量化历史研究成果是有趣的，但是其中的
艰辛往往不为外人所知，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

需要放在史料的数据挖掘工作中。
另外，量化历史研究需要构建大规模的数

据库。量化数据库的建设与研究是推动量化历
史研究的基础。借助大规模历史量化数据库进
行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成为趋势③，历史

数据库是数字技术与史学相互激荡的产物④。
由于中国历史变乱更替，史料散失，历史统计数

据是很难获得的，数据的真实性也是存疑的，但

数据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占据很大的一部分，不

能放弃。随着新史料的涌现和新技术的采用，
大量历史数据被收集整理。考古实物资料、战
国秦汉简牍、中古石刻史料、纸制文书、元明清
契约文书及档案、改革开放口述史料大量发现
及刊布⑤，并被电子化。目前国内对史料进行
数字化处理的模式大约有两种，一种是专门的

数据库，数据的搜集整理均有特定的目的指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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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李中清教授团队把历史的和当代的档案资

料、社会调查、家谱、碑铭及口述历史联系起来，
创立了中西学术界屈指可数的从 18 世纪一直
延伸到 21 世纪的大规模中国东北个体、家庭和
宗族水平数据库。陈志武教授团队系统收集和
整理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 1736 － 1895 年
间 26 个省的题本档案，包括 168481 件土地债
务类题本、73216 件婚姻奸情类题本①。这些数
据库的建立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的作用是不言

而喻的。还有一种规模更大的数据库，侧重于
原本古籍等文献的数字化，最具代表性的中国

基本古籍库、中国方志库、中国近代报刊库、大
成老旧数据库等。基于《清代缙绅录集成》的中
国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约有 280 万条记录②。
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( CBDB) 已收录从唐
朝到清末共 41 万余名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资
料( 生卒、别名、地理信息，任官、亲属关系、社会
关系等) ，构建了地理信息系统( GIS) 、社会网
络分析和文本分析工具及平台，并提出联合各

研究型图书馆构建“全球智慧数据平台”的
愿景③。
( 三) 量化技术方法

统计分析方法和计量分析方法都是量化分

析的主要工具，可以根据历史数据的特征选择

性地使用。不过，如果历史数据足够，那么就可
以采用更加严格的量化模型，以便更严格地讨

论复杂理论问题。工具变量、双重差分、断点回
归是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。
第一，工具变量研究方法。制度和文化常

被认为不能够被计量，是量化研究的短板。事
实上，量化历史研究已经采取构建量化指标和

工具变量等方式开始了对制度和文化的量化研

究。譬如，为了验证“政治制度”和“市场制度”
对长期经济表现的影响差异，Van Zanden 教授
设计了“外国城市潜力指数”作为工具变量来表
达城市间的贸易程度，收集了公元 800 年至
1800 年中东与欧洲地区 729 个人口大于 10000
人的城市数据，最终发现市场制度、政治背景和
交通共同导致了欧洲和穆斯林世界的两种不同

的城市化动力，并在公元 900 年开始就导致西
欧逐渐取代穆斯林世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④。
事实上，巧妙的工具变量设定是量化研究历史

制度问题的关键。它使得对制度和文化的量化
研究成为可能，极大地扩展了量化历史研究

范围。
第二，自然实验方法。自然实验一般是指

利用制度或政策的突然发生的变化，来检验其

对于经济结果的影响。历史事件对于经济结果
的影响构成了自然实验，可以为现代经济学理

论提供启示。李楠等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管治
方式演变为例，考察了清代“改土归流”政策对
当地经济发展的短期与长期影响⑤。不过，美
国经济史学会执行理事费希拜克教授指出，自

然实验方法虽然可以提高变量估计的质量，但

外生冲击和自然实验可能存在关注问题过小的

弊端，所以应该研究更普遍的问题，更多地考虑

非自然实验⑥。
量化历史研究方法有利于规避“选精法”和

“集粹法”代表的基于归纳法的传统经济史学的
不足⑦，不过需要牢牢地以传统经济史学研究

方法为基础。无论是对数据的处理，还是对史
料的挖掘，传统经济史学方法都是量化历史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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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的基石。好的量化历史研究必然是定性分析
与定量分析的结合。传统历史研究通过细节描
述乃至于学者的感悟和体验，再现历史事件、人
物活动的过程与变化，量化的设计与过程也需

要历史感悟①。量化历史研究必须与史料和史
学相结合。所以量化历史不是对传统经济史学
的否定和替代，而是补充和发展。量化历史范
式创新需要以传统经济史为基础。
( 四) 检验假说和突破“常识”
量化历史将经济史研究主题和视野变得更

加宽广，而且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制定的贡

献越来越大。不过，这受制于既有的主流经济
理论、计算能力和统计技术。可幸的是，这些约
束都不断被弱化。早期量化历史主要是新古典
经济学，而现在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越来越多②。
量化历史研究可以用于对多种历史家说、经济
理论的检验，甚至突破“常识”形成新的认识。
为了检验韦伯新教伦理命题，利用中国历史数

据发现，新教对经济增长有正的显著影响，而天

主教不显著，不过新教伦理影响经济增长不显

著，因为以最接近“新教伦理”的加尔文教派为
主的县与卫斯理公会教派、浸礼会教派为主的
县相比，没有显著经济增长绩效差别③。对于
历史上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，也可以采用量化

历史研究予以证实或证伪。早期学者研究认为
科举制废除加速了清朝的灭亡，是否果真如此

呢?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科举制废除使得社会流

动性大大减弱，极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，

数据表明革命进行比较激烈的地方通常都是原

初科举人才频出的地方，从而有力地佐证了上

述观点④。大饥荒死亡人数最多的并不是缺粮

地区，而恰恰是产粮大省，原因与当时粮食分配

机制有关⑤。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不仅仅是由于
王朝后期政治腐败、苛捐杂税等，也与长期被忽
略的气候变迁存在因果关系⑥。总体上，量化
历史研究能够用数据带来新认知。因为量化历
史的跨学科属性能够在交叉领域取得进步，并

且在国际比较中突破旧知识。另外，量化历史
研究具有可积累性。如果认为既有研究存在遗
漏，可以通过收集更多的、更具说服力的数据，
设计更为科学的模型来挑战和修正，推动该研

究的深入。

三 量化历史的反思与展望

经济史学研究需要不断创新才能适应现代

社会科学发展趋势。学界曾提出经济史研究创
新需要立“四新”和破“四旧”⑦。按照该标准，
量化历史研究正是一种创新。第一，量化历史
研究将经济史研究范围扩展到包括了政治、宗
教文化、气候环境等因素，有利于大历史的国际
比较和区际比较，以及纵向的异时段比较。第
二，量化历史研究不仅注重对现有经济史学研

究成果的整理和再利用，还尝试基于一手资料

构建大规模、长周期历史数据库。第三，量化历
史研究方法有一个规范的框架，并以传统历史

学研究方法作为基础。第四，量化历史研究不
仅可以对既有的历史学或经济学理论假说予以

检验，而且可以提出基于历史数据的新结论。
量化历史研究成果可以接受基于社会科学范式

的批评而不断进步。这要求量化历史研究必须
有高质量数据并与恰当的理论和量化方法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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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，不断完善研究框架和熟练研究方法。因为
量化历史研究需要接受严谨的历史学和规范的

现代经济学的双重检验。
但是，一个新学术范式需要不断地试炼才

能成熟。在 20 世纪下半叶旧计量史学就曾一
度衰落，原因除了历史数据缺失和研究技术不

足之外，还由于夸大了历史数据代表性和计量

方法作用。这就要求充分认识到量化历史研究
的局限性，做好学术反思。第一，防止量化滥
用。从数据上看，一方面，不是所有历史都需要
量化，也不是所有历史信息都可以量化; 另一方

面，历史数据一般都是有偏差的，史料很难保证

系统性和完整性。学术研究应该实事求是，根
据数据多少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。第二，强化
理论研究。数据和计量要求研究者必须高度重
视并积极发现历史发展中的各种联系和相关

性。例如不宜把“GDP”作为比较中国传统社会
与西方国家的唯一标准，需要注意二者在市场

化程度、经济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性①。同时，量
化历史在与现实的联系以及对经济学理论的检

验上具有优势。例如对于不平等问题，20 世纪
下半叶各国间全球不平等不断上升②，但是如

果仅考虑全球范围内人与人的不平等，那么全

球不平等水平是下降的，主要原因是中国、印度

代表的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兴起③。这种量化历
史研究不仅对经济理论而且对经济政策都会有

实际影响。但是，如果脱离了理论，为了量化而
量化，那么量化历史很难对现代经济学发展做

出贡献。第三，量化历史研究应以历史为基础。
量化历史方法是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一种补

充，量化历史研究不排斥其他经济史学研究范

式创新，例如历史社会学、实验经济学④也被引
入经济史研究。
最后需要指出的是，中国经济史学者在国

际量化历史学术界具有比较优势。一方面，中
国历史的连续性与文字记载的丰富性是世界其

他文明不可比拟的，包括支撑量化历史研究需

要的大量历史数据和历史事件都是非常丰富

的; 另一方面，中国量化历史学者规模效应明

显，单是每届量化历史讲习班有 100 名左右，累
积已达 600 多人，这样的规模是国外学术界望
尘莫及的。整体上，量化历史研究是一项有益
的范式创新，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史学融入国

际经济史学界，也有利于中国学者对经济学和

其他社会科学做出新的贡献。
( 感谢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的资助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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